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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量性設計及質性設計二種研究程序共同探討本地的青少年與其家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面對大環境的挑戰而調適的現象。研究對象主要以晚期青少年家庭為主。本研究樣本分為三階
段蒐集，第一階段為大樣本的大學生班級團體。第二階段的研究樣本則是以研究者過去在親子
個體化研究的樣本群中，徵求青少年家庭參與焦點團體的研究。第三階段則徵求有意願的焦點
團體成員及其家人進行家庭訪問資料的蒐集。研究結果則分別（1）以簡單相關分析方法探討家
人間對家庭系統知覺的差異與共識。（2）以簡單相關及 t 檢定法探討大學生受試者對其家庭系
統知覺的連續性與變化性。（3）以 Q 因素分析描繪家庭動力之變化。及（4）以質性敘說分析
方法探討相關家人對家庭調適行動的詮釋、理解，與行動意向。從量性研究結果來看，同一家
庭內的不同家人間對其家庭系統的知覺是有差異的。研究樣本中的大學生們對家庭系統的知覺
與母親及與手足的知覺有較高的關聯，與父親的知覺則無關聯。整體而言，家庭共識與青少年
的家庭知覺呈現中度的正關聯，而家庭差異則呈現中度的負相關，研究樣本中的大學生們只有
1/3 自覺到其家庭系統會因時間而有所變化。從質性研究的結果來看，本文以分別面對不同環
境變化的三個家庭為例，說明家庭如何面對環境變化的調適與轉化過程。最後，作者則提出對
於家庭調適之不同探究方式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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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長期以來關注台灣社會下家人的關係如何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的轉化歷程。「家庭」在

長期公/私領域的區隔下，被界定為私領域，以致低估了其在實際生活中受到社會大環境的激盪。

家庭內的小系統與大環境中的大系統之間，其實是互為激盪的。研究者在三年前開始嘗試以「家

庭」為探究的單位，而不是以「關係」為探究的單位，是因為「關係」必須放在家庭的整體系統

中來看，而不同社會處境下的家庭系統亦會有所不同。更何況，身處不同社會處境中的人對「系

統」的詮釋亦會有所不同。過去，主流的家庭系統理論致力於找出某些特定客觀的詮釋，以解釋

大多數「正常家庭」的動力。然而，這樣的努力也往往忽略了家庭的變動性與多樣性。傳統心理

學的研究典範，強調客觀、量化、直線因果等標準，使得研究取向集中在個人變項上，而不願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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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機體」「家庭互動」的事實；相對的，實務工作者面對的是問題能否有效改變，系統論對於

深層結構的理解，有助於互動型態的深層改變。因此，系統觀點對實務工作者而言，或許不是什

麼「新興」的觀點；但對於心理學的「研究」工作者而言，或許才稱得上是「新興」的領域。甚

至，系統論觀點從最早完形學派的研究典範開始，即已存在，實在不是什麼「新興」的領域，而

是在邏輯實徵的科學典範盛行之下，系統觀取向的研究較難符合客觀、量化與直線因果等判準而

式微而已。事實上，學術界與實務界的分野，也是受此科學研究典範所支配著，而呈現出學術界

不與實務接觸，實務界研究與實務分裂等現象。近年來，由於多元研究典範的提倡，才開始在研

究領域裡，有了些許鬆動的空間而已。家庭系統的思維與實徵測量之間一直存在著知識典範上的

矛盾。循此脈絡，研究者認為，系統觀點的精神，無論在研究上，或在實務上，並沒有不同，不

同的只是在於此理想目標如何在各領域不同的研究典範中尋求最貼切的發展空間而已。Markman

（1992）回顧了他過去十五年來在婚姻與家庭領域內的研究提出一些該繼續探究的重要議題，包

括如何面對縱貫性研究的挑戰，如何加強觀察研究的廣度與深度，如何加強婚姻／家庭研究的脈

絡性，及如何加強婚姻／家庭研究的多元文化觀點等。Kazak（1992）認為傳統探討家庭壓力（family
stress）的觀點，主要視「壓力」為負面的變化，而不是視「變化」（change）為一個過程，而這過

程中會帶來程度不等的壓力。所以，關鍵在於「變化過程」的釐清。Kazak 除了釐清不同性質的變

化，如發展性與非發展性（developmental and non-developmental），自願性與非自願性（voluntary and

non-voluntary），積極性與消極性（positive and negative），累積性與暫時性（long-term and short-term）

等不同性質的變化外，還特別提醒在研究策略上要以「家庭」為單位，包括有家中個人層次（an

individual level）的資料，家庭互動層次（a family interaction level）的資料，及家庭與外界互動（a
level of interactions outside the family）的資料。另外，家中不同的家人面對「家庭變化」的意義也

會有所不同。比如，全家人可能同時面對「客觀」的父母離婚事件，但不同立場的「父」、「母」、

「子／女」針對此事件，會有不同的詮釋意義與壓力，而使得家庭變化的動力過程比想像中要複

雜許多。

當然，要能面對上述學者們的研究提醒，並不是容易的事。本文嘗試分別從客觀的家庭系統

測量及家人的主觀詮釋角度共同探究家人間是怎麼樣看待「家庭」這個單位，而最重要的是，「家

庭」又是怎麼在面對大環境的危機與挑戰。以下則分別從客觀的測量角度及主觀的治療角度探討

家庭的功能與發展。

一、家庭系統觀點的實務與研究

如同前述，家庭治療實務與家庭研究之間一直存在著各自為政的斷裂。Olson、Sprenkle 與

Russell（1979）一直希望透過概念的分析及測量工具的建立，系統性地結合這兩個世界。Pinsof

（1992）在十年後亦提出「家庭心理學」（family psychology）的領域來作為「家庭治療」與「心

理學」之間的交界。Pinsof 認為若要結合這兩個世界，有三個主要成份，包括有系統成份（system
component）、整合成份（integrative component），及歷程成份（process component），其觀點總稱為

「整合/歷程/系統觀點」（the integrative process systems perspective）。以下則分別摘述他對此三個成

份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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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成份（the system component）

他認為「系統」不是單一的現象，而是多元的，所以他使用複數的「系統」，而非單數的「系

統」。這牽扯到背後的方法論立場，他認為從本體論（ontological）上，他相信有獨立客觀的真實

（reality），但從知識論上（epistemological），他認為人類不可能有對此「真實」的終極/客觀/絕對

的知識。因此，我們或多或少對「家庭」能增進些了解，但不可能有完全/絕對的診斷性了解。人

們對「家庭」的知識是建構中的，對家庭評估的典範觀點也是在特定時空/社會脈絡下由一群人在

互動中建構成的，因此，對家庭的認識與評估是個與時並進，從未停止的過程。

既然「系統」是複數的，也是建構的。家庭生活可包含有最小單位的「自我系統」，到最大的

「社區/文化系統」，其中則交織著「手足系統」、「婚姻系統」、「核心家庭系統」、「擴展家庭系統」

等等。而系統間的互動更是具雙向性（mutual）及循環性（circular）的，不同層次間的系統即透過

此互動作用而相互地影響著。而家庭治療也只能算是其中一種「治療系統」（therapy system）的介

入而已，無法全部改變家庭的複雜系統。

（二）整合成份（the integrative component）

不同系統動力間的「整合」（integrative），常被誤解或操作成「折衷」（elective）的拼湊。Pinsolf

（1992）認為其間的差別，在於是否能有後設的參考架構（metaframeworks）以統整不同系統間的

小概念。而此後設的參考架構則與文化系統（culture）、性別系統（gender）及發展系統（development）

等有密切的關聯。在傳統的心理學領域中對這些系統不是嚴重忽略，就是缺乏系統性的觀點。Pinsof

認為，這統整性的後設架構能讓家庭心理學與其他心理學領域，如個人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社

區心理學及發展心理學之間的連接更為緊密，促進更多有關個人與社會系統之間互動現象的了

解。如此，家庭心理學才能加深及加廣對家庭生活品質的促進。此統整架構也有助於我們對家庭

治療的思考。有別於表面症狀的處理，若能釐清背後維持此症狀的問題維持結構（Maintenance
structure），將更能協助家庭功能的運作。

（三）歷程成份（the process component）

傳統上，心理治療的研究被分成兩種取向，「歷程」（process）取向及「結果」（outcome）取

向。1970 晚期至 1980 年代，由於客觀科學典範的影響，大部分的研究都朝向「結果」取向，直到

近來才開始有學者提出對「歷程」取向的關注。若不關注「歷程」，就無法得知「變化」是如何產

生的。「歷程性的研究」（process research）是探究變化的歷程，家庭生活本身就是個歷程，家庭不

是靜止的，而是隨著時間演化而轉進的，而且經常是多重系統，甚至是多代系統同時隨著時間共

同交織成的演化歷程。

二、家庭系統研究對家庭功能的評估

其實，在 Pinsof（1992）提出此整合觀點之前，Olson 等人（1979）就嘗試提出雙向度的「環

繞理論」（circumplex model）以統整諸多有關家庭系統動力的概念。這些概念多半由家庭治療的領

域中提出的，其中，如家庭凝聚（family cohesion）向度就囊括了近 40 個相關概念，家庭調適（family

adaptation）也包含了與回饋系統（如 morphostasis 與 morphogenesis）相關的諸多概念。

而「平衡」（balance）是 Olson 等人（1979）在界定這些理論概念時主要的精神。如對「家庭

凝聚」（family cohesion）向度的界定就包含有「情感連結」（bonding）及「自主」（autonomy）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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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要成份。（e.g. The emotional bonding members have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degree of individual
autonomy a person experiences in the family system.）

然而，遷就於紙筆式線性的測量，凝聚分數太高就成為“極端”（extreme）與“沾黏”

（enmeshment），太低就成為「疏離」（disengagement）。而「中度」（moderate）的分數被界定為“平

衡”（balance）功能的最佳展現，也被視為是對個體發展及家庭功能最有助益的因素。同樣的，「家

庭調適」（family adaptation）向度也包含了「改變動能」（morphogenesis, change）及「穩定動能」

（morphostasis, stability）二種動能之間的平衡。

Olson 等人（1979）進而將凝聚力與適應力二面向做為環繞模式的兩軸，依凝聚力與適應力的

強弱（各分四級，如前述）將家庭與婚姻分成十六型。Olson 等人認為「平衡」是功能性良好與否

的判準。具功能的家庭系統被界定為中程度的「凝聚力」與中程度的「調適力」，包括有「彈性若

離」（flexibly separated），及「彈性連結」（flexibly connected），「有序若離」（structurally separated），

及「有序聯結」（structurally connected）等四類系統。而失功能的家庭則包括有「無序疏離」（chaotically

Disengaged），「無序糾纏」（chaotically enmeshed），「僵化疏離」（rigidly disengaged），與「僵化糾

纏」（rigidly enmeshed）等四類系統。

關於家庭調適功能的探討，Olson 等人（1979）最終極的關心仍是在於如何診斷出「功能良好」

與「失功能」的家庭系統，並提供「治療」的方案。雖然，Olson 及其研究小組不用「失功能」

（dysfunctional）的名稱，而用「平衡」（balanced）的名稱，但其研究關注與早期的一些著名的家

族治療者，如 Minuchin、Bowen 等人，都是在臨床機構站在保護「問題」孩童或青少年的角度，

所提出的研究觀點一樣，在於解決「問題」家庭系統，以解決「問題」青少年與兒童的心理健康

問題。雖然這些學者持續的努力，對某些家庭動力的現象提供了諸多貢獻，但亦因其某些關注立

場而面臨著諸多的限制，如過度偏重在「問題」家庭動力的探討，過度遷就紙筆式量性的測量，

視家庭為封閉的小系統等等的假定，而忽略了廣大「正常」家庭動力與複雜互動歷程的探討。

由於 Olson 等人（1979）所提出的理論模型相當程度整合了家庭研究與家族治療之間的落差，

同時又設計了簡單易實施的自評式測量工具 FACES，二十年來普遍受到實務界與研究界的關注，

蔚為風潮。雖然此理論模式最受到批評的即是在實徵研究上，無法呈現出理論架構上的曲線關係，

（亦即「平衡」概念下，過猶不及的辯證關係，如過高的「凝聚」變成「糾纏」；過高的「調適」

變成「僵化」等概念），而呈現的是直線的關係。Olson 等人則認為這是因為一般紙筆式的測量受

試，無法找到極端型的家庭，因此曲線關係不易反映。

Olson 等人（1979）亦同意他們的理論架構與測量，的確是以美國白人的主流文化為基調。事

實上，他們主要的樣本群亦是來自白人的教會團體，成員們主要是白人的路德教會信徒或教友。

上述的諸多爭議，其實都與社會文化脈絡有關。不只包括界定「平衡」的標準，更包括這兩個向

度的測量內容，都在在反映主流社會文化的脈絡。以我們自己的文化而言，如何重新界定「平衡」

（balance），及不同型態的家庭如何在面對其社會環境的挑戰等都是不可迴避的課題1。以下則分別

從文化、社會、及研究典範等脈絡觀點提出對「環繞理論」的批判性思考。

1 至於「文化」的問題，Olson（1999）亦修正他們原先的假設：「在某些不同於白人文化的社會中（如西班牙文化、

東南亞文化），不平衡的家庭系統，不一定就是功能不佳」來回應先前被批評的「白人文化」問題，因為在那些

文化中的「期望」系統是需要被認真考慮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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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環繞理論」的批判性思考

（一）去「文化」的家庭系統理論

若將家庭視為一小型社會，不同的文化價值亦當會影響家庭中的成員對「界限」、「自主」，與

「改變」等構念的界定。研究者認為在對家庭系統的內涵作定性時，即會碰到有關「分化」

（differentiation），「界限」（boundary），及「統整」（integration）等爭議。而這些問題卻都與社會

文化脈絡脫不了關係。如「分化」議題牽涉到「獨立 vs.相依」（independence vs. interdependence）

的不同內涵；「界限」議題則牽涉到「分離 vs.連結」（separate vs. connected）的不同內涵。而「統

整」則牽涉到「位階系統 vs.平權系統」（hierarchal systems vs. equalitarian systems）的不同內涵等。

一些本土的心理學者如何友暉、陳淑娟、趙志裕（1991）則提出，在「關係取向」的文化架構下，

中國人的自我可稱為「關係性自我」。自我對他人的存在，具高度的覺察能力。自我與非自我間的

界限較不清，人我的疆界亦較不明。楊中芳（1991）更指出，中國人「自己」的特色之一，即是

其「界限」的伸縮性。透過「自己」的修養過程中，「自己」的界限又逐漸地由「個己」，超越轉

化成包含許多他人的「自己」。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個人由「己化」進行對「個己」的超越轉化，

「自己」與「社會」融為一體。這種對於伸縮性的觀點，與西方有所不同。同時，中國人的自主

性也是表現在「克己復禮」的道德實踐上，以克制價值實踐，即超越轉化的途徑，來使「自己」

與「社會」相結合。

劉惠琴（2007）在對 FACESⅡ的本土性研究中即發現比如，Olson 等人（1979）原先在界定

「家庭界線」時，即將僵硬及模糊的代間界線界定為功能不好的系統屬性。而在界定「聯盟關係」

時，即將「親— 子」的聯盟關係界定為功能不好的糾纏（enmeshed）家庭屬性。這些理論概念的

界定與華人社會中所強調的「以父為尊」、「家人一體」、「伸縮性界限」等家庭文化特色有所不符。

另外，在界定「調適向度」中的「角色分擔」概念時，Olson 等人將刻板角色與角色僵化等屬性界

定為功能不好的僵化家庭屬性，但華人家庭中「各盡本分」、「認份分擔」的正面特色，就有可能

被界定為「僵化」、「刻板」、「不流動」。最後在界定「彈性家規」時，Olson 等人強調規則的公開

才是功能好的家庭調適，但這也與華人家庭中常見「隱而不宣」的家規屬性有所不符，「隱而不宣」

並不表示就沒有調整的彈性。另外，凝聚量尺與適應量尺間之相關高，而因素分析結果之因素負

荷量亦多集中在「凝聚」因素之現象。無論是大學生樣本或是夫妻樣本，皆呈現出家人「齊心」

的凝聚現象為最主要的內涵，而「協力」之調適向度則為輔助之內涵，家人情感更甚於權力結構

的調整。至於為什麼這兩個向度間會呈現如此緊密的關係，研究者認為可能與華人社會中穩定而

長久的父權家庭結構有關。這種家族社會會隨著工業化與現代化的變遷而有所調整。西方社會，

在工業革命之前，父權家庭結構亦相當穩定。工業革命之後，人類生產方式改變，社會生活隨之

改變，家庭生活亦不得不面臨改變，「平權化」的家庭關係逐漸地取代了「父系家族」（patriarchy）

的關係（高達觀，1978）。台灣深受華人家族意識所影響，相較於歐美，國人的家人關係仍正面臨

「父系結構」的影響，導致平權的調適向度不夠獨立，而與凝聚向度緊密相連，家庭團結的重要

性仍然優於民主的家庭關係。若家庭系統是建構的，那麼特定文化脈絡下生活的人們，當然也會

形成他們對家庭的認定。

（二）去「性別」與去「階層」的家庭系統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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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繞模式」的相關研究報告中，很少提及「性別」關係的影響，少數提及的性別現象，如

Sprenkle 與 Olson（1978）的臨床研究中發現臨床樣本比一般樣本，呈現在「領導控制」變項上較

極端的分數，不是「過緊」，就是「過鬆」，而這些臨床上的極端樣本基本上都是以妻權為主（wife-led）

的家庭。Sprenkle 與 Olson 亦引述另一篇 Druckman 對虞犯青少女家庭的研究中，發現這些家庭

原來都是呈現低「凝聚」（cohesion）及高「調適」（adaptability）的系統狀態，經過家族治療之後，

則在兩個向度上皆呈現趨中（moderate）之傾向。然而，少數非常高「凝聚」的家庭，其少女「再

犯」的機率較高。這些其實都暗示了「女性」、「高凝聚」、「極端」三者之間有著某些互動關係，

也說明了這些相關的家庭研究報告中，都存在著性別的經驗，但卻都不被深入討論。在過去的家

庭關係研究中，「父母親」多半沒有性別;「青少年」也沒有性別，好像在家庭互動中，父母親是同

一種人，男性青少年與女性青少年也是同一種人。「性別」多半只做為附帶的人口背景變項而已，

報告中亦只交代有無性別差異的統計結果，至於為何有性別差異？為何無性別差異？差異所反映

的意義為何？研究結果的不一致處怎麼解釋等問題，幾乎都不做深入的討論。除了性別的觀點外，

家庭的互動歷程亦可能受著社會階層的影響。台灣社會在急遽的變遷中，傳統的父系主義與資本

社會的功利主義交相影響著我們的生活。貧富差距的擴大，使得教育資源與經濟資源的獲得，往

往也決定了人們的生活處境。因此，雖然同為父親或母親，在生活不同處境中的父母親，其面貌

亦會有所不同，親子互動的型態亦當有所不同。然而這些可能的「不同」，在傳統對家人關係的學

術研究報告中，亦少有討論。若根據 Pinsof（1992）提出的系統觀點亦認為系統是複數的，是建構

的，因此不同家人對系統知覺的差異是重要的，也是長期被忽略的。

（三）對「平衡」的界定—直線關係看不到「統整」的平衡

Melito（1985）強調家庭的調適功能（adaptive functioning）特別與家庭系統的組織功能有關

（the degree of organization），組織系統統整了「改變動能」與「穩定動能」這二股動力。而這個

組織系統應該是對家庭周遭的環境開放，保持內 /外對流的平衡。通常我們稱之為「彈性」

（flexibility）。過去，家庭治療學者對家庭調適功能，都各有描繪。如早期提到的朝向規範穩定的

「負向回饋」功能（negative feedback, the system has returned to the norm），後期則認為前述之功能

太保守，則又提出朝向促進改變的「正向回饋」功能（positive feedback, change-promoting process）。

「正向回饋迴路」（Positive feedback loops）創造「改變」的可能，但是「負向回饋迴路」（negative

feedback loops）則致力於系統的「穩定」，兩股動力複雜的互動則需賴統整與組織的系統，保持平

衡。而家庭成員們對此歷程的關注與覺察，則是維持系統能運作的重要關鍵。而具良好「分化」

及統整功能的家庭是容許家庭隨環境的挑戰而變化，同時又能保持其統整性。Melito 認為家人間

的良好分化（subject-object differentiation），會使家人間能有更多的自由以因應外界變化。另外，

家人間的共同價值，如對家的共同認同（family identity）等則是有助於家庭系統間的整合。

事實上，在 Olson 等人（1979）原先對家庭向度的定義中，可看出他們對「平衡」的看法，

其實也是一種辯證式（dialectic）的思考。如在「調適向度」的定義上即包含有「穩定」（perananence）

與「改變」（change）的兩股動力，而「平衡」指涉的本來是對此兩股動力的統整功能。然而，在

Olson 等人的實徵研究結果中，反映出來的卻是中程度（moderate）的直線效果，無法反映出二股

動力的統整（integrate）的歷程。這也是「環繞模式」備受爭議之處：原來假設的曲線關係，在實

徵研究結果卻只呈現出直線關係。關於這點，Lee（1988）提出「一級改變」（first order）與「二

級改變」（second order）的概念來加以釐清此爭議。他認為 Olson 等人所測量的「調適向度」，是

指表層家庭結構特徵的調整改變，係屬較低層次的「一級改變」；而另一種改變，他稱之為「負迴

饋調適」（negentropic adaptability），指的是家庭系統中面對環境壓力而改變的機制，係屬較高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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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級改變」。類似的觀點，Melito（1985）亦延用 Piaget 認知發展理論中「調節作用」（regulation）
與「運作作用」（operation）的概念來說明調適歷程的不同層次。「調節作用」指的是低層次的改變

歷程，其中「穩定」與「改變」是以對立與分裂的樣貌呈現；然而「運作作用」指的是高層次的

統整歷程，其中，個體能同時面對改變，並保持主體的穩定。也就是說，求穩定的力量（morphostasis）

與求改變的力量（morphogenesis），是同時存在的，而不是分立的兩股力量。健康的家庭是能夠統

整此兩種機制，不但能保持其主體的穩定性及連續性，而且能夠發展新的行為模式以面對環境改

變的需要。然而，在傳統的家庭研究中，此種統整作用的歷程是較少被探索的2。

綜合上述的討論，研究者認為無論是「一級改變」或是「調節作用」，回答的是「什麼」（what）

的改變；而「二級改變」或是「運作作用」回答的則是「如何」（how）的改變。而此種統整歷程

的探索，從量化的研究傳統，多半是用數字的法則來「客觀」呈現的，但卻得受限於數學統計的

直線假定，其間有多少的揮灑空間，則有待更多的創造性探究，如 Pinsof（1992）所提出的「後設

參考架構」指的是什麼？怎麼呈現？

為了更能貼切測量環繞理論三個向度，Olson（1999）提出，多重方法的測量（multi-method

assessment）包括內部觀點的測量（insider’s perspective）及外部測量（outsider’s perspective）的測

量，多重成員的測量（multi-person assessment）包含家中多成員的測量；多重特質（multi-trait

assessment）的測量，包含有針對上述三向度的測量；及多重系統(multi-system)的測量，包含有個

人系統、婚姻系統、親子系統、及整體家庭系統等的測量。針對上述的測量改進，Olson與Gorall(2006)

提出了 FACES-IV 的測量工具，包括了三個向度的測量尺及六個家庭類型的測量，其中特別著力

在四個非平衡家庭的測量。在統計分析上，則以「比率分數」（ratio score of balances/ unbalanced

scales）來反映健康家庭的指標。

至於「家庭調適」的動態歷程的問題，Olson（1999）重申：「婚姻與家庭系統是會隨著環境

的變化3要求而調適改變的。」尤其是當家庭中妻子要求公平權力時，及青少年要求獨立時，這種

調適的壓力會更迫切，在測量上，Olson 建議以個案家庭在不同時間的測量變化，以類型變化的圖

塊變動來反映這種變化（如從「彈性／分離」走向「彈性／混淆」，再到「僵硬／混淆」…等等。）

在大樣本統計上則用平衡家庭類型與極端家庭類型的百分比率分佈的變化來呈現時間的變化。

而這種家庭調適與改變過程是有其「發展性」的。Widdershoven（1994）曾指出，過去在探索

「發展」的理論中，常持有的是「家庭進展」（progress）的觀點，而不是「發展」（development）

的觀點，前者的這種「以現在看未來」的對外來預測觀點，不自覺受科學典範的影響，家庭視為

一種「機械模型」（the mechanistic model）或「機體模型」（the organismic model）有其特定的機械

組成或結構與組織機能，其改變的方向是可以預測或解釋的。而「敘說模型」（the narrative model）
是認為人們透過「敘說」反映其對生命意義的詮釋。「意義」是詮釋出來的，故事的「意義」不斷

2 關於「二級改變」的這個議題，Olson 於 1999 年的發表中提出了「溝通」（communication）向度來加強環繞理論

的效力。「家庭溝通」被認為是可以催化「凝聚向度」與「調適向度」的催化向度，其中包括了傾訴、表達、澄

清、自我揭露、尊重、連續性檢視等能力。平衡系統(balanced)的家庭類型比不平衡系統（unbalanced）的家庭，

溝通能力較佳。Olson（1999）提出此三向度模式（three-dimensional model）以回應先前被批評的「二級改變」

問題。
3 此處的「環境」是指家庭所處的歷史與社會脈絡，包括社會規範、政策、產業環境、及時間發展等所產生的「變

化」，如家庭會面臨的離婚、失業、病亡、子女長大離家等等皆與這些大環境的變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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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敘說者與敘說故事的對話中形成，並改變著，而「發展」的變化亦彰顯在敘說故事軸線的變化

之中。

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到，家庭心理學的研究者如何努力保持創意在貼近複雜的家庭互動現象，

如用多重測量來反映家庭系統的多面性，不過在實際測量時，必然也會遭逢成員流失、測量成本

太高及統計方法無法契合等問題。尤其在測量家庭調適改變歷程時，由於「改變」牽涉到時間，

家庭從縱時性資料的流失及相依小樣本統計方法的選擇問題等也都是常遭爭議之處。因此，有些

家庭心理學的研究者也在思考不同的研究典範探究不同家庭現象的契合性問題。從質化的研究典

範來看，家庭治療常用的家庭重塑（sculpturing）技術，即是讓成員們重新回顧家庭經驗，並發展

此整合回顧的觀察能力。研究者認為，家庭敘說（narrative approach）的研究方式，是探索此整合

歷程，相當有力的方式。從家庭成員彼此怎麼敘說家庭的故事中，即可深入瞭解此「整合歷程」

呈現了什麼特別的機制。家庭成員若無法發展出「觀察」家庭「如何」互動的能力，則只能做出

「進退失據」（flipping over）的現象，而產生家庭系統不是「過緊」（rigid），就是「過鬆」（chaotic）。

基本上，研究者同意上述的學者對「辯證—平衡」的觀點，而且認為「凝聚向度」代表的是「求

穩定」的動力，而「調適向度」代表的則是「求改變」的動力，二股動力在不同的情境壓力中尋

求最佳的平衡。只是如此複雜的「辯證—平衡」動力歷程，如何具體呈現，才是研究者最大的難

題。基於上述之觀點，本研究希望能結合量性與質性研究設計共同探究家庭系統功能如何隨著社

會環境中的變動而有所調適？雖然 Pinsof（1992）提出了結合研究與實務的「整合／歷程／系統觀

點」，但卻未有系統性的測量及實徵性研究結果來支持其觀點；而 Olson 等人（1979）所發展出來

的測量工具及理論，雖被批判為去文化、去社會的小系統觀，但由於其工具及理論的普遍被使用，

多少捕捉些家庭的動能，因此本研究將以 Olson 等人發展出來的 FACES 測量工具，並結合家庭敘

說的方法，批判性地使用量性研究及質性研究設計共同捕捉家庭系統的動能及調適歷程。

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標

本研究以量性設計及質性設計二種研究程序共同探討以美國社會所發展出的家庭系統量表如

何測量本地的青少年與其家人對家庭系統知覺的差異，及家庭系統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面對大環境

的挑戰而調適的現象。

二、研究對象

研究對象主要以晚期青少年家庭為主。一來因為青少年階段的自主任務，使得家庭的挑戰遽

增，是探討家庭調適歷程的貼切時機；二來則是方便與研究者過去的研究樣本配合。基本上，本

研究樣本分為三階段蒐集，第一階段為大樣本的大學生班級團體。第二階段的研究樣本則是以研

究者過去在親子個體化研究的樣本群中，徵求青少年家庭參與焦點團體的研究。焦點團員徵求的

原則，除了高度的參與意願外，儘量兼顧不同性別及不同類型的家庭背景，共三十六位成員。第

三階段則徵求有意願的焦點團體成員及其家人進行家庭訪問資料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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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過程

（一）大樣本班級施測4

基本上，以大學心理系及通識課程學生，依分層團體隨機取樣方式取得樣本，在班級內團體

施測「家庭系統量表」。大樣本之特徵描述，詳見表 1。

表 1 大樣本特徵描述（N＝277）
性別 年級 戶籍

男 女 一 二 三 四 五 北 中 南 東 其他
40.6％ 59.1％ 24.1％ 38.8％ 15.3％ 12.3％ 2.8％ 52.4％ 23.3％ 13.8％ 5.0％ 4.8％

父職業 母職業

基層勞工 基層員工 中級主管 高級主管 基層勞工 基層員工
（含家管） 中級主管 高級主管

25.6％ 55.9％ 13.7％ 1.6％ 9.8％ 81.2％ 8.5％ .3％

（二）小樣本家庭系統測量之焦點團體實施

基本上，研究者邀請過去參與親子個體化研究團體中的三十六位成員繼續參與本次家庭系統

測量的焦點團體。成員主要是大三、大四的學生，性別約各佔一半。團體中施測「家庭系統量表」

並針對難作答之題項進行焦點討論。三十六位成員分別在六個焦點團體中進行，由研究者及助理

們帶領討論。

（三）小樣本家庭訪問之實施

焦點團體後再邀請此三十六位成員一起參與，擔任家庭田野的帶領人，進入個別家庭，邀請

家人針對其家庭系統知覺的半結構性訪問。訪員可由帶領人自己擔任或由其他成員擔任。因此，

家庭訪問之樣本亦同時為上述「小樣本家庭系統測量之焦點團體實施」程序中之樣本。

本文之研究結果呈現，則以其中的三個家庭為例，以 Q 因素分析家庭系統量表之量性資料及

家庭敘說之質性資料共同探究家庭系統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面對大環境的挑戰而調適的現象，其中Q

因素分析資料與家庭敘說資料均來自於同一家庭。

四、研究工具

（一）「家庭系統量表」

取自 Olson 等人（1992）編制的「家庭系統量表」（FACES-Ⅱ）翻譯而成。內容包含有「家庭

凝聚」與「家庭調適」二個分量表。前者指的是對家庭情感凝聚力的知覺，後者則指的是對家庭

調適力的知覺。凝聚量尺的信度係數α值為.87；調適量尺的信度係數α值為.78。全量尺共有 30

題五點量尺的題目。其中，凝聚向度含 16 題，調適向度含 14 題。選擇 FACES-Ⅱ而非 FACES-Ⅲ

4 大樣本的資料另一主要目標作為分析本地家庭系統測量所反映出來的內涵與向度，已另文發表，在此不做討論。

此處的目標在於分析青少年樣本如何知覺其家庭系統的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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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是根據 Olson 等人的建議。一來是因為 FACES-Ⅱ的信、效度均顯著比 FACES-Ⅲ高；二

來是 FACES-Ⅱ的題目較多，提供較多提供修訂的訊息。5

（二）半結構性的家庭訪談綱要

訪談的綱要包括：1. 協助受訪者畫家庭圖，2. 討論家庭圖與家庭關係，3. 填答「家庭系統量

表」4. 量表中較難回答的題目，5. 家庭中曾發生的變化，6. 家庭中的煩惱等問題。

五、資料處理

（一）以簡單相關分析方法探討家人間對家庭系統知覺的差異與共識

研究者同意 Kazak（1992）的觀點，認為家庭內不同角色的家人在面對「家庭變化」時會有不

同的詮釋與壓力，而這不同家人間的差異也促成了家庭變化的可能。因此，本研究儘可能分別對

不同的家庭的成員測量其對家庭系統的知覺，並以數學統計的集中量數概念（如平均數），以及分

離量數的概念（如變異量數）來界定家庭系統各分系統間的差異與整合現象。如用集中量數屬性

的「算數平均數」來界定家庭的整體共識（家中成員對家庭系統知覺的集中情形），用變異量數屬

性的「差距分數」來界定家庭內成員間的差異（家庭中成員對家庭系統知覺的分散情形）。上述的

統計界定乃依循 Olson 等人（1992）的建議而採用此界定方式。公式如下：

2

2
子（女）凝聚母凝聚

子（女）凝聚—母

子（女）凝聚父凝聚
子（女）凝聚—父







2

2
子（女）調適母調適

子（女）調適—母

子（女）調適父調適
子（女）調適—父







2

3

3

22

22

WADHAD
WAD

HAD












家庭差距分數＝

子調適）（母調適子凝聚）（母凝聚）子（女）差距分數（—母

子調適）（父調適子凝聚）（父凝聚）子（女）差距分數（—父

子（女）調適母調適父調適
家庭調適平均數

子（女）凝聚母凝聚父凝聚
家庭凝聚平均數

（二）以簡單相關及 t檢定法探討大學生受試者對其家庭系統知覺的連續性與變化

性

研究者將 FACESⅡ問卷分別以指導語標示，要求受試界定家庭變化之分界時間點及關鍵事

件，並依此分界點前後，分別回答 FACESⅡ問卷內容。研究者則將依關鍵事件內容性質作分類整

5 本研究進行期間為 2003-2004，之後 Olson 與 Gorall（2006）亦發表 FACES-IV 的修改版，此版的題項主要取自

FACES-II 與 FACES-III 的題項，因此與此二版本有高度的相關。主要的修改在於「平衡」（Balanced）家庭的界

定改由相對的比率分數（Ratio score）取代原來的絕對分數分類，以更能捕捉健康家庭與問題家庭間的變異性。

有興趣的讀者可進一步閱讀該文獻，同時亦感謝審查人之一提醒此新的訊息。



家庭調適的質量對話 ．577．

理，並將分界時間前後受試與知覺到之家庭系統分數以相依樣本之簡單相關及 t 檢定等統計方法以

探討大學生受試如何知覺其家庭系統的連續性與變化性。

（三）以 Q因素分析描繪家庭動力之變化

Q 因素分析法相較於傳統因素分析法較不被普遍運用，其分析原理與傳統的因素分析法相似，

但分析的是成員間的相關矩陣（Q correlation），而非變項間的相關矩陣（R correlation），關注的是

成員間的變異。近來有學者（Brown, 1993）提倡此分析方法作為系統性探究人類主體性

（subjectivity）的量性分析方法。於本研究中，研究者嘗試以此方法系統性地了解以「家庭」為主

體的動力變化。操作方式即將原建立之相關矩陣，轉矩陣成縱列為變項列，橫欄為家庭成員欄，

建立 Q 矩陣後再進行因素抽取程序。在本研究中，每個家庭的 Q 因素界定為 1 個，主要在了解個

別成員對家庭的投入程度（由個別因素負荷量得知），再由不同時間測得的總因素負荷量的變化，

了解成員們對家庭整體投入程度的變化。

（四）以質性敘說分析方法探討相關家人對家庭調適行動的詮釋、理解，與行動

意向，以補充前述 Q因素分析所呈現之變化背後的主觀詮釋性資料

家庭敘說的資料則依訪問的主題進行主題式的分析。另外，亦輔以訪員的觀察札記及家庭圖

相關資料。

研究結果

一、系統內「差異」與「整合」的動能—家人間對家庭系統的知覺會一致嗎？

不同的家人，對家庭系統的知覺會一致嗎？研究者從小樣本中蒐集有其他家人資料者，以大

學生受試為主，算出其分別與父親、與母親，與手足之間，在家庭系統知覺上的相關程度，由於

樣本數不大，且父親的反應率頗低，故此相關程度的顯著性考驗僅列做參考之用。從表 2 中約略

可看出，青少年與母親及與手足在對家庭系統中調適向度的知覺，相關較高，與父親則最無關連。

表 2 家人間對家庭系統知覺的相關

父—子女 母—子女 手足

凝聚向度
.08

（N＝21）
.522

（N＝27）
.387

（N＝21）

調適向度
-.196

（N＝21）
.527*

（N＝27）
.594*

（N＝21）

接著，研究者進一步以平均數代表家中成員間對家庭系統知覺的共識6，以大學生為主，分別

計算出其與父之平均，與母之平均，與手足之間的平均，全家之平均等與大學生對其家庭系統知

6 理想上，希望用集中量數屬性的「算數平均數」來代表家庭的整體共識（家中成員對家庭系統知覺的集中情形），

此處的統計界定乃依循 Olson 等人的建議而採用此界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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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間的關連。表 3 及表 4 中呈現出，與父母親在凝聚向度上共識的相關顯著大於在調適向度上共

識的相關，而與母親共識的相關又顯著高於與父親共識的相關。在與手足的共識上，無論是在調

適向度或是在凝聚向度上都呈現高度的相關，尤其在調適向度上，其相關甚至高於父母親。手足

系統在本樣本中的家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另外，研究者以差距分數代表家中成員間對家庭系統

知覺的差異7，仍然以大學生為主，分別計算出其與父之差距，與母之差距，與手足之差距，及家

庭差距與其對家庭系統知覺之關聯。表 4 中呈現出，無論是父差距、手足差距、家庭差距，均與

青少年對其家庭系統之知覺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其中，與父親差距的相關最大，其次手足，與母

親差距則沒有顯著的關聯。

綜合上述表 2、表 3 與表 4 的結果，說明了青少年對家庭系統的知覺與其母親及手足之間較傾

向一致，而與父親的知覺則較無相關。而從系統間的整合程度來看，與手足及與父、母親在家庭

系統的共識程度均會正面地關聯著青少年對其家庭系統的知覺，相對的，與手足及父親在家庭系

統的差異程度亦中程度地、負面地關聯著青少年對家庭系統的知覺，與母親的差異則未有顯著之

關聯。有意思的是，在凝聚向度方面，青少年與母親及與手足間的共識，對家庭「向心」正面的

影響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而與父親的差距對家庭「離心」負面的影響，亦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與手足則同時對於家庭的凝聚向度及調適向度有著比父母更關鍵性的關聯，三者分別發揮著不同

的作用。整體而言，家庭共識與青少年的家庭知覺呈現中程度的正相關，而家庭差異則呈現中度

的負相關。

表 3 平均分數與家庭系統知覺的相關

父平均 母平均 手足平均 家庭平均
凝聚 調適 凝聚 調適 凝聚 調適 凝聚 調適

凝聚向度
.690**
（43）

.044
（43）

.796**
（53）

.189
（53）

.701**
（63）

.476**
（63）

.542**
（122）

.236**
（122）

調適向度
.419**
（43）

.066
（43）

.655**
（53）

.344*
（53）

.690**
（63）

.655**
（63）

.415**
（122）

.332**
（122）

表 4 差距分數與家庭系統知覺的相關

父差距 母差距 手足差距 家庭差距

凝聚向度
-.491**
（43）

-.177
（55）

-.276*
（53）

-.280**
（87）

調適向度
-.460**
（43）

-.157
（55）

-.394**
（53）

-.325**
（87）

二、系統內外的「演化」動能—家庭會隨著環境的變化而演變嗎？

7 理想上，希望用變異量數屬性的「差距分數」來代表家庭內成員間的差異（家中成員對家庭系統知覺的分散情形），

此處的統計界定乃依循 Olson 等人的建議而採用此界定方式。至於此界定方式是否合宜，是有不同的爭辯。感謝

審查人 B 提供 Bartle-Haring、Kenny 與 Garazzi（1999）曾提出 Multitrait Multimethod 的方法設計亦可以是解決途

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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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庭系統變化的分界事件

受試在作答家庭系統問卷時，先針對此時的家庭作答後，再回顧過往的家庭是否有不一樣？

若有，則記下關鍵事件後，再針對過往的家庭作答一遍8。約有 1/3 的受試者自覺到家庭系統的改

變。從表 5 可看出，受試們歸因的分界事件，依序最多的為「長大」、「關係變化」等自然內因性

的事件，其次則是家庭結構與空間結構的改變，再其次則是經濟結構的變化與意外。整體來看，

影響家庭系統改變的因素，內因與外因幾乎各佔一半。但仍有 2/3 的受試者並未自覺到家庭系統的

改變。可見，多數青少年並不自覺家庭系統的改變，這可能與大學生的生活較偏在自主發展之任

務有關。而在自覺家庭系統變化的樣本中，亦較多覺察到較內因性的個人及家人關係的變化；較

其次才會覺察到經濟結構與空間結構等較外因性的轉變。

表 5 家庭系統變化的分界事件

外因 變項 總次數

1. 家庭結構的變化（e.g. 結婚、離婚、
死亡）

22
（16.92 ％）

2. 經濟結構的變化（e.g. 失業、退休、
經商失敗等）

14
（10.77 ％）

3. 意外（e.g. 車禍）
9

（6.92 ％）

4. 空間結構的變化（e.g. 搬家、外地求
學或工作）

20
（15.38 ％）

內因 變項 總次數

5. 長大（e.g.獨立、戀愛）
35

（26.92 ％）

6. 關係轉變（e.g.）
24

（18.46 ％）

7. 觀念轉變（e.g.覺悟、信仰或價值觀
改變）

6
（4.62 ％）

（二）過去與現在對家庭系統知覺的關聯9

表 6 與表 7 呈現的是從青少年眼中，對過去與現在家庭系統知覺的相關，及平均數的差異。

整體來看，過去的家庭系統與現在家庭系統的相關均屬高度的正相關（凝聚向度；調適向度.67）。

因此，從青少年眼中，過去的家庭系統與現在的家庭系統雖有不同，但仍有高度的延續性。從表 7

的平均數中看出，現在的家庭系統向度有大幅度的增高，其中較清楚有顯著變化的是在凝聚向度

中的「家庭連結」、「家人界限」、「共同決策」等，及在調適向度中的「領導參與」、「管教參與」，

8 此處以「回顧」方式蒐集回溯性的資料，其關注不在客觀特定階段對家庭系統變化的預測，而在於受試者對其家

庭系統之主觀知覺的現象意義。其背後依循的是現象學的方法論典範與邏輯實徵的方法典範對於「回溯性」資料

有不同的價值認定。因此，受訪者在此時作答時，係以此時對當時意義的認定。
9 此處所使用的統計處理，由於係相依樣本（同一受試分別對過去家庭與現在家庭）所做的測量資料，均依相依樣

本的顯著性考驗判準處理。



教 育 心 理 學 報．580．

與「自我肯定」等變項上，其他，在角色分擔、家人聯盟、家庭朋友，及家庭休閒等變項上，過

去與現在則未呈現顯著差異。在角色分擔與家人聯盟方面或許說明了家人互動結構的穩定性；而

在家庭朋友及家庭休閒方面或許與國人生活中很少有家庭渡假等生活方式有關。

上述結果說明了，青少年在知覺其家庭系統時有其連續性，同時也有其變化性，變化的方向

則朝向較高的家人情感凝聚及較彈性的家庭結構的調適。

表 6 過去與現在對家庭系統知覺的相關

過去家庭凝聚 過去家庭調適 現在家庭凝聚 現在家庭調適
過去家庭凝聚 1.000 .775** .724** .584**
過去家庭調適 .775** 1.000 .556** .672**
現在家庭凝聚 .724** .556** 1.000 .815**
現在家庭調適 .584** .672** .815** 1.000

** p < .01，N = 277

表 7 過去與現在家庭系統之差異

連結 界限 聯盟 時間 空間 朋友 決策 休閒 凝聚 肯定 領導 管教 協調 角色 家規 調適

平

均

數

6.8 6.07 6.17 5.74 6.74 5.80 6.09 6.28 49.69 9.13 5.40 5.64 7.87 5.90 5.95 39.88

過

去 標

準

差

1.94 1.90 1.95 2.01 1.88 1.88 1.65 1.87 11.34 2.96 1.97 2.05 2.27 1.86 1.93 9.83

平

均

數

7.24 6.32 6.28 5.69 7.04 5.97 6.36 6.48 51.32 10.18 6.16 6.36 8.39 6.02 6.34 43.44

現

在 標

準

差

1.91 2.00 1.84 1.98 1.90 1.89 1.69 1.94 11.65 2.72 1.89 1.90 2.40 1.87 1.82 9.32

T 值 4.21*** 2.41* .80 -1.30 2.17* 1.41 2.95** 1.14 2.23* 6.16*** 7.53*** 7.16*** 3.81*** 1.02 4.24*** 6.86***

顯著性 .000 .017 .425 .193 .031 .159 .003 .254 .027 .000 .000 .000 .000 .309 .000 .000

** p < .01，N = 277

（三）家庭內動力演化之描述分析

研究者嘗試以 Q 因素法系統性地描述以「家庭」為單位的動力變化。研究者將原登錄之家庭

系統測量資料矩陣反轉成家人為變項軸，家庭系統問卷題項為反應軸的 Q 矩陣。再以每家庭內的

家人為單位，計算每個家庭的 Q 因素分析，因素界定為一個因素，因素總負荷量代表這個家庭的

聚合程度，而每個家人的因素負荷量則代表每個家人對這個家聚合程度的貢獻多少。而隨著兩個

時間點的測量，描繪出家庭動力的變化。

1. A 家庭—家庭結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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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則以 A 家庭為例於表 8 中紀錄了這個家庭在先後兩次測量的 Q 因素總負荷量，及個別家

人的因素負荷量。

表 8 家庭內之 Q 因素負荷量與變異量

家庭別 家人 Q 因素負荷量 備註 Q 因素變異量 備註

A 第一次 .599 有意識地抵抗母聯盟

A 媽媽第一次 .812 母聯盟

A 妹妹第一次 .783

54.351
母聯長女的單親家庭

母女當家

A 第二次 .811 解聯盟

A 媽媽第二次 .768

A 家庭

A 妹妹第二次 .672

56.658

A 為大四女生，小學時父母先分居一段時間後離婚。A 先與父親住一段時間，因母親認為父

親疏於照顧而帶回家同住。幼時 A 受父親寵愛，父女感情原來不錯。母親帶著姐妹倆人，共組單

親家庭，父親仍在經濟上承擔父職，母親進修碩士，並於高中任教，經濟上穩定。生活上，A 自

然地「滑入」了父職的照顧角色。母親在理智上了解應該不要依賴姐妹倆人，也深恐離婚會對她

們兩人造成傷害；然而實際行為上，母親會要求 A 的親職分擔而不自覺。身為長女的 A 會撿下母

親的期望，並要求妹妹一起承擔。但卻又感覺受限而不甘心。對父親會以「反抗」的形式出現；

對母親會以「責罵」的方式，但卻又陷於照顧她的角色中而矛盾放不下。第一次做家庭測量的訪

問時，A 自覺母親限制了她的自由，使她處於下意識抵抗母親聯盟壓力的處境中，導致 A 在第一

次測量時的 Q 因素負荷量較低。隨後，在對母親的訪問中，母親也自覺到這個問題，而且也反思

到其在原生家庭中的排行位置，可能導致於一直是被照顧的角色。

A：「我會管我妹，像前幾天我妹有一天晚回來，我媽很生氣，我就去問我妹。後來，她還要出

去，去問我媽，我媽說，只要我同意，她就可以出去了。只是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要我決

定？」

母：「兩個女兒在我的生活中，應該是佔全部的位置吧。所以我覺得也許她們會有她們的壓力。

但其實我覺得我好像也蠻堅強的，或許該說是互相依賴吧！她們都會感覺到說，因為媽媽一

個人在家裡，不放心，所以不能出去。我有趕她（大女兒）出去，因為我發現她出去，可以

玩得很開心，她開心就很好，其實不用擔心我，我常常跟她講妳不用擔心我。」

「我大女兒比較機靈，她在外面我比較不擔心，可是她妹妹，我就會很擔心，會要求她，晚

一點就要打電話回來，過了十點半，我會主動找她，她會覺得我蠻緊張的。」

「我覺得這樣會給她們壓力，她們會覺得媽媽在家裡的一天，就該回來。我覺得我不要給她

們這種壓力，希望她（大女兒）開始工作搬出去，住在附近也沒關係啊！…我覺得我慢慢地

要想辦法解套，大概再四年我就會退休，退休後我會更多時間，那個時候我不能待在家裡這

個樣子…」

第一次進行訪談的結果有摘要回饋給 A 及母親，三個月後再進行第二次訪談，此時 A 與母親

正努力面對 A 想出國進修的決定，A 放心不下母親的眼睛問題，而母親亦努力安排其退休生活及

眼睛的照護計劃，使 A 放心。「我覺得她們現在比較敞開，敞開以後我對她們就比較沒有那麼沈重，

我也不希望說爸媽的婚姻變成孩子一個說不出口的罪惡感，這樣子對她們不公平。我覺得將來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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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婚姻好好的，一定會很快樂，對不對？而且我覺得當媽媽的唯一可以去享受的，就是他們的那

種快樂。喔，我將來希望我自己的態度是能夠去享受，能夠做為她們的橋樑，而不是一種障礙：

希望能夠在她們自組家庭後，還能夠給她們助力。」而在第二次的家庭測量上，不只 A 的 Q 因素

負荷量提高了，家庭的總因素負荷量亦提高了，說明了 A 及母親雙方皆努力在相依的母女關係中

保持各自成長的空間，母與長女的聯盟張力逐漸鬆解，這個家庭共同度過了長女在母女相依關係

中長大的難關。於此，研究者認為 Q 因素分析法可作為描述家庭內動力演化的量性分析方法，與

訪談家人的主觀性資料共同整合，從主觀及客觀的兩個角度共同探究家庭動力的變化。

2. B 家庭—經濟結構與意外的變化

表 9 家庭內之 Q 因素負荷量與變異量

家庭別 家人 Q 因素負荷量 備註 Q 因素變異量 備註

B 第一次 -.263 以「隔離」來避免家庭衝突

B 媽媽第一次 .635

B 妹妹第一次 .678

B 爸爸第一次 .603

32.374

B 第二次 .308 「隔離」轉為中度的連結

B 媽媽第二次 .745

B 妹妹第二次 .844

B 爸爸第二次 .697

B 家庭

B 哥哥第二次 .865 長子的積極承擔

51.944 家庭的向心力逐漸提昇

B 於大四時，參與研究者的親子關係研究，在焦點團體中意識到自己與家庭的疏離。

「我試圖在大學生所組成的團體中，開始聽、也開始講我的家庭，但是我說不出，也抗拒說。」

B 的父母原來是在中部地區經營個小裁縫店，父母親奔波於生計，B 形容自己的童年寂寞地自

己長大，長他數歲的哥哥由於是長孫，所以跟奶奶住，小他四歲的小妹也不容易玩在一起。

小學六年級時，台灣的成衣業興盛，裁縫的技術被機器取代，B 的父親轉換跑道，到機械工

廠工作，一家工廠換另外一家工廠，對於一個四十歲轉業的中年人來說，是困難的。母親則接成

衣廠的代工工作，在家工作。家中的經濟開始拮据了起來，父母也常為了經濟時有爭吵。家中氣

氛冷冽，B 與父親亦常有口角。B 國中二年級時，父親出了個大車禍，腦傷加上複雜性骨折，家中

的經濟及冷冽的氣氛更是雪上加霜。

「父親在長期臥床之下，脾氣開始變得愈來愈差，我們開始無力接受這樣的關係，慢慢地我

們開始逃離那個低氣壓的家庭，我開始有藉口盡量不回家，就不回家。」之後，父子對打的局面

也常發生。

B 在後來的不斷反思與對話中，看見家中每個人都在父親車禍的「家變」後，各自在各自的

位置奮鬥，如小妹的回顧：

「在醫院的那段日子，我不知道媽媽是怎麼撐過來的，也許是有我每個禮拜來回，她才有這

個動力繼續下去。……在一次往返醫院的途中，剛踏出電梯門口，就聽到父親病房裡傳出來的怒

罵聲及物品摔落聲，十歲的我整個呆在電梯門口前，不知該如何反應，隨後，便看到母親落寞的

被趕出房門，接下來的場景就是母女倆抱頭痛哭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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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後一次的家庭訪談時，B 回顧了他與家庭演變的過程。

「一場外在的車禍衝擊了整個家庭經濟結構，同時也改變了我們一家五口人親密關係的位

置，情感無法彼此承接，每一個人在自己的位置咬緊牙根，而我高中的一場大病更讓我刻意保持

一個與家人疏離的距離，我畫地自限的一筆一筆刻劃自己的堡壘。」

「之後考上研究所的那一年，壓抑已久的情緒覺得需要有一個出口，我覺得我需要有家人的

支持，我向大哥 Come out 出我對性傾向的選擇。當下我知道大哥是可以接納的。我突然鬆了口氣

地覺得台北到老家的距離好像拉近了一點。」

「當我研究所快畢業時，父母親為我提供了兩萬塊錢，作為我經濟獨立的第一步，這是一個

轉折的新開始，我意識到我不用再像前幾年過年時為了要偷塞紅包在父母親及妹妹的枕頭旁而頭

痛不已，我可以讓自己在經濟上的壓力不用那麼害怕。」

B 家庭在 B 大哥役畢返家自行創業，B 妹妹亦隨後在家附近從事教職後，經濟逐漸穩定，而

家庭的凝聚力亦隨之提昇。B 選擇在外地就業，生活中需要更多的自由與同性伴侶生活在一起，

但他與家中的連結亦明顯地加強。

3. C 家庭—傳統父系家族中父親退休的變化

表 10 家庭內之 Q 因素負荷量與變異量

家庭別 家人 Q 因素負荷量 備註 Q 因素變異量 備註

C 第一次 .786

C 媽媽第一次 .677

C 妹妹第一次 .742

54.259

C 第二次 .867

C 媽媽第二次 .255 媽媽的撤離

C 家庭

C 妹妹第二次 .926

55.824

C 的父親是常不在家的高階軍官，對家庭的管理亦是軍事管理。母親亦遵從父親的帶領。C
承受長男的期望，當兵前被嚴格教養，當兵後則逐漸承擔家長的責任，面對來自父親的交代與母

親的抱怨。

第一次測量家庭系統量表時，C 對過去／現在的分界點是當兵前後（C 是服役後再重考的大學

生）。雖自覺家庭系統有所變化，測量出的分數仍維持在「僵化／疏離」（Rigid /Disengaged）的系

統分類上，但類別內的分數上仍見差異。（凝聚分數從 43→46；調適分數從 34→39）

C 媽：「我們家的問題就是家族老人家決定什麼就是什麼，很少聽小孩子的意見。」

「他們爸爸跟我們聚少離多：我在家裡帶小孩，帶了廿多年，一天過一天，也沒有什麼家

庭聚會、旅遊什麼的，大部分都是以老人家為主，一休假就是回老人家那裡去。」

「我想我對家庭的照顧，大概就是他們的生活起居吧！對外的事情，我比較不像爸爸那樣

見識廣，所以我只有聽的份。」

C：「我爸爸是軍人，大概一個月回來一次。雖然我們家沒有成文的家規，但是平常他耳提面命

什麼可以，什麼不可以，我們也都逆來順受，不太會有反叛的想法。比如說，我爸爸很重視

吃飯的時候要聚在一起，吃飯時不能講話，不能看電視，音樂全部要關掉，只有爸爸可以講

話，他會要我和妹妹聊學校發生什麼事情。平常放學回家，他都會算好你什麼時候該到家，



教 育 心 理 學 報．584．

差幾分就會被詰問。」

「很矛盾的是，我媽會跟我說，我爸爸不在家，很希望爸爸回來，但是爸爸一回來整個都變

了，全家氣氛太凝重，就會很緊張，很多小事情不會錯的就出錯。只要聽說那幾天爸爸回來

的話，盡量就少回家，能多晚就多晚。平常爸爸不在家時，吃完飯我們都會聊天、看電視或

聽音樂，但如果爸爸在家的話，就各做各的，爸爸一個人在客廳看電視，看到睡著，媽媽在

房間看，我們就回到各自的房間。」

第二次測量時，C 已畢業，C 父亦自軍中退役赴大陸工作。C 是以畢業至今這一年為分界，凝

聚向度從上一次的「疏離」（Disengaged），趨向「若離」（Separate），調適向度則從「僵化」（Rigid）

趨向「有序」（Structured）。這次經驗到的改變似乎較強烈，測量的分數亦明顯地反映出類別的不

同。

C 媽：「近來因為小孩有他們自己的天地，我自己的時間比較充裕一點，想法也在改變。我母親

去年過世，再加上同學有的也過世了，我感受到人生時間實在是非常短暫，想到我年輕時

候一心為家庭為小孩，很少規劃說我這一生要過怎樣的生活。…我會有『牽絆』，所謂的

牽絆就是說，有些事情不見得他爸爸同意，我會有所顧慮，不能完全自主，真的不能完全

自主，對我來講是個『心理障礙』。」

「我想去學餐飲、去運動、去學跳舞，也會跟朋友常常出去唱歌，因為我非常喜歡音樂，

也非常喜歡唱歌。唱歌是我踏出去的第一步，因為我以前很少跟外面接觸，對外面會有不

安的感覺。過去這麼多年跟外面接觸太少，現在有時間就應該多方面去看一看，比如說學

電腦，就蠻受用的，可以在一個視窗裡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C 妹：「之前我上高中的時候，哥哥還沒畢業，正常時間上下學，最重要的是那時候媽媽沒有迷

上電腦，回到家，媽一定是在家的，晚上哥哥也會回來，那種感覺比較像正常『家』的感

覺。」

「現在，媽媽幾乎一天都坐在電腦前。據我所知，她是有幾個網友，聊天啊，寫筆記啊，

轉寄文章啊，不知不覺一天就耗在電腦桌前。」

C 媽：「C 常會講說我常坐在電腦前面就掛住了。我想他大概會想說：『家，你都不理』，可是家

又不是我一個人的，應該是大家共同負擔的，之前這麼多年都是我一個人在打理，再加上

近來身體的不舒適、手臂的不方便，所以我就比較少做。…我總要為自己活一點吧！」

C 父退役後赴大陸工作，約三個月回台一次，比之前在軍中時更少在家，再加上 C 的畢業與

就業，承擔起家中長子的角色，分擔了父親原有家長的責任，妹妹重考一年期間亦承擔起照顧家

人起居（原來是母親的責任）的工作，以致母親有餘力逐步地從家中撤離，發展她自己的生活。

僵化／疏離的父權家庭由於父親的「退位」，使得家庭逐漸趨向較彈性及較凝聚的發展方向。

研究討論

一、社會變遷中家庭的調適與轉化

上述的結果，說明了個人與社會之間是相互影響的，社會變遷的軌跡亦反映在家庭關係衝突

的種種議題之中。個人在這改變的歷程中，正經歷著解構與再建構的變化，透過家人間的互動與

協商，角色得以重新創造，家庭體制得以重新修改，家庭關係的結構亦得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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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量性研究結果來看，同一家庭內的不同家人間對其家庭系統的知覺是有差異的。研究樣本

中的大學生們對家庭系統的知覺與母親及與手足的知覺有較高的關聯，與父親的知覺則無關聯，

倒是與父親的差距對青少年的家庭系統知覺呈現負面的關聯。這可能與傳統「男主外／女主內」

的家庭分工方式有關，父親常是面貌不清楚的遙遠養家者。相對的，與手足及與母親之間則較傾

向一致，尤其是手足系統，無論在凝聚向度或調適向度均呈現正面的關聯作用。此與西方的家庭

治療及研究過度強調父—母系統，而忽略手足系統有所不同。整體而言，家庭共識與青少年的家

庭知覺呈現中度的正關聯，而家庭差異則呈現中度的負相關，另外，研究樣本中的大學生們只有

1/3 自覺到其家庭系統會因時間而有所變化，而自覺變化的樣本中對過去家庭知覺及現在的家庭知

覺亦呈現高度的相關性，這些或說明了他們看待家庭雖有些小變化，但卻主要是有連續性的。上

述結果反映出家庭連續性及家庭共識對青少年的家庭知覺是重要的。

從質性研究的結果來看，三個家庭分別面對不同的環境變化，A 家庭面對父母離婚後家庭結

構的變化，母女間情感聯盟的轉化是其調適的重點。B 家庭則經歷了家庭經濟結構的變化、產業

變化及意外的車禍改變了家人間的情感連結，隨著子女的就業，經濟逐漸穩定，家人間的情感連

結也逐漸加強。C 家庭面對的則是傳統父權家庭，隨著父親的「退位」，使得家庭逐步趨向彈性與

連結。

從符號互動論的觀點看來，個體的改變與社會是雙向互動的過程。Strauss（1978）更進一步提

出「協商層次」（negotiated order）的理論架構說明「意義」是如何從微觀層次（micro-level）的概

念到巨觀層次（macro-level）的概念中互動，其中依序分為自我認定（identities），角色（roles），

互動（interactions），與背景（contexts）四層概念。Strauss 提出的「協商層次取向」（the negotiated
order approach），即進一步在描述這種個體與社會的聯結。協商活動指的是個體在協商互動中所呈

現的活動，如談判，妥協等行動本身，協商脈絡指的是協商情境的脈絡，如互動雙方的關係特色

與情境的特色等。結構脈絡指的是大環境中對協商情境產生直接影響的社會文化脈絡。因此，任

何家庭關係中的共識或契約，都是一連串協商互動下的產物，所反映出的不只是協商活動本身，

還深受協商脈絡與結構脈絡的影響。家庭的調適與轉化與社會文化脈絡之間是相互影響的。比如

Chirhart（2003）的研究指出在 Georgia 的非裔的美國女性教師生涯始於 1930 年。從她們的故事中，

反映出 1. 黑人家庭致力於讓她們的女兒赴外地受教育，成為教師，而她們的朋友或親屬也都願意

照顧這些在外地讀書的孩子。這些都形成了黑人家庭中自二次大戰後，面對其經濟及社會壓迫下

的一種成就。更說明了黑人家庭與社區或親屬關係緊密，形成共同的共同體及文化，來完成家庭

的任務。當然，在其中的婦女所認同的性別角色也是與社區緊密相連的。這種廣義的生態觀點能

更貼切地貼到家庭真實，而避免狹隘家庭系統理論中對於性別、階層、及文化等特殊處境的偏見

與迷思。

二、直線的網與動力的水

綜合上述，本研究嘗試從客觀家庭系統測量及家人的主觀詮釋角度探究家人間是怎麼樣看待

「家庭」這個單位，而「家庭」又是怎麼在面對大環境的危機與挑戰。然而，客觀的網撈不全質

性的水，回應先前對「環繞理論」及其測量的批判討論，文化的敏感，性別與階級的敏感都是被

期待能更加強的部分。本研究在測量上，將「父」與「母」分開，而不是籠統地以「父母」處理，

即希望能呈現家庭內的性別現象。同時，對家中不同家人施測即想補足家中不同系統的反應。另

外，在背景變項，以性別、居住地、社經等背景，亦希望能儘量反映家庭系統測量的脈絡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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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處理，的確也呈現出些微的差異型態，但似乎不盡理想，原因諸如長期要蒐集不同家人

的反應，就是不容易的事，導致研究樣本人數不如理想，另外，研究者認為將這些脈絡性的現象

窄化成簡單的類別變項，就很難反應成量化的相關數字，這或許就是量性研究的限制，反倒是在

家庭訪問的敘事資料中能清晰地看到性別、社經、家庭結構等脈絡對家庭互動的影響，如在 A 的

家庭，敘事中就可反映出前述之脈絡對家庭互動的影響。另外，量性統計背後的直線假定也使得

原先環繞理論中「過猶不及」的曲線關係不易呈現，而所謂「二級改變」的統整歷程更是無法由

量性的方法測量得知，但卻可以透過前後幾次的家庭敘事中看到家庭的調適與統整歷程（限於篇

幅，此部分的資料將另文發表）。整體而言，家庭系統的量性測量或許可以對家庭系統作結構的簡

化分類，但在功能及動力的變化上，質性的家庭敘事探究方式，將更能貼切的描述與分析。而 Q

因素分析的方法算是用來捕捉複雜家庭動力的一種簡單測量動力變化的量化工具，結合量性與質

性的資料。

關於上述對家庭系統的量性與質性探究方式的看法亦與國內學者黃宗堅（1999）的探究觀點

雷同。黃宗堅在其評估家庭系統的測量工具之後，提出在測量或觀察家庭特性的變項時，研究者

恐怕不是擔心該聽誰所提供的資料，或是急於算出一個家庭功能的平均分數（mean score）或最佳

分數（maximized score），而應是去關心成員份子或外來觀察者對家庭關係的知覺歷程有哪些不同

（what），為什麼不同（why），而這個不同又如何在影響家庭成員間的相互發展（how）。同樣的

研究探究，在孫頌賢與修慧蘭（2002）的研究結果中亦發現，在測量對象上，不同成員間的差異

的確存在，故測量對象應包含父、母、子三者甚至更多，所獲得的資料亦更接近系統性，同時，

在家庭系統分析方法上，不同成員間觀點之差異性確實存在的，而不適合使用「平均數法」與「差

異數法」處理系統資料。本研究結果亦當是呼應上述觀點之實徵研究成果之一。

三、家庭調適的不同探究

家庭生活本身就是個歷程，家庭不是靜止的，而是隨著時間演化而轉進的，而且經常也是多

重系統，甚至是多代系統同時隨著時間共同交織成的演化歷程。但是，如何透過「研究」呈現此

動態的複雜歷程，卻是個頗具挑戰性的難題。傳統心理學的邏輯實徵研究典範強調客觀、量化、

直線因果等標準，使得研究取向較難面對「非直線」的家庭互動；相對的，實務工作者面對的則

是問題能否有效改變，認為系統論有助於互動形態的深層改變，但亦難採取多重系統的家庭演化

觀點，以美國結構派家族治療工作者米紐慶（Minuchin）（Minuchin & Nichols, 1992/2000）而言，

在回顧他對家庭功能與發展的看法時，亦清楚看到他早期如何視「家庭」為單一系統的有機體，

而且是保守、抗拒改變的，必須仰賴家族治療者的介入以引發調適性的改變。

然而，在九０年代的米紐慶，由於學術典範的多元，在實務介入的觀點上做了很大的轉變。「除

了繼續保留家庭結構和和家庭發展的概念之外，我開始專注在家庭所編造，可以用來了解其生活

情形的特殊故事。根據記憶所說出來的『故事真實』（reality）比『歷史真實』更具影響力。『事實』

對治療師而言，有一部份是歷史真實，有一部份是編構出來的（故事真實）。編構的內容成為家庭

中共通的現實，這種情形代表相互的了解及共有的偏見，其中有些會帶來希望和助益，有些則不

盡然。」（p78）

「於是我從技巧的教導者轉變到教導如何思考家庭及其互動的方式，當家庭前來尋求我的協

助時，我的假設是，他們不是因為本身有什麼毛病，而是因為他們被困在死胡同—困在一個個時

光不斷流逝的結構，困在一個沒有發生效用的故事裡。」（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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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技術」的介入，到「系統」的植入，到「家庭故事」的重新理解，米紐慶將家庭調適的

動能與主體從治療師手上還給家庭，不過無論過去與現在，他都看見家庭是在行動中的，非靜態

停滯，等待切割解剖的。米紐慶將家庭調適的動能交還給家庭，就如同 Pinsof（1992）所說的，家

庭系統是由許多不同層次的次系統互相影響而形成的複雜系統，家中每個人都在詮釋著他的家

庭，而不同人眼中的家庭就是不一樣，而這「不一樣」也往往是動能的來源，我們低估了「差異」

的動能性。不拘泥於線性切割的研究典範，呈現家中不同人多聲帶的詮釋差異，讓家人更看清每

個人不同的位子，也更能貼近家庭內的動態真實，環境中的性別、階層位差的看見，更能理解家

庭內／外的對流狀態，就如同從流體力學的角度看，「位差」常是動力的來源。家庭自有其自發性

的調適歷程，這也是本文最初的關注。未來在家庭調適的探索上，建議能採取「家庭生命史」的

研究觀點，視家庭為大型社會脈絡中的小型社會團體，交織著因社會脈絡中時空變遷而共享的家

庭經驗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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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logue between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on Family Adju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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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use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examine adjustment of youths and the families as they confront

challenges from societal change. Research sample focused on late-adolescent families. Data were collected in three phases:

College students completed surveys in the first phase; data from past focus group interviews were used in the second phase;

and data from volunteers recruited for family interview in focus groups were used in the third phase.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reported: 1. Consensus and discrepancies of family system perceptions among family members. 2. Continuity and

changes of family system perceptions. 3. Changes of family dynamics using Q-factor analysis. 4. Qualitative descriptions of

the content, understanding, and intent of the behavioral adjustment among family members.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llege

students’perceptions of their family systems were highly correlated with mothers’and siblings’perceptions but not corelated

with fathers’perceptions. Qualitative data from three families were used to illustrate how the family system adjusted and

adapted to societal changes. Finally,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investigate the multi-systems and dynamic family processes were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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